
第四章 生物多樣性及其保護

生物多樣性是指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其遺傳變異以及其所組成的生態複合體
的總和，它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統的核心，也是環境科學研究的重要基石。從第三章
對生態系統的深入探討，我們理解到生態系是由生物群落與其物理環境互動形成的
動態複合體，而生物多樣性正是維繫這些生態系統結構穩定與功能運作的關鍵。生
物多樣性的喪失不僅意味著物種的滅絕，更代表著生態系統服務的退化，這些服務
包括淨化空氣與水、調節氣候、形成土壤、授粉作物以及提供食物、藥物和原材料
等，對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因此，從生態系統的討論過渡到
生物多樣性的專門探討，是理解人類生存環境基礎與面臨危機的邏輯延伸。

生物多樣性可以從三個層次來理解：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多樣
性。遺傳多樣性指的是同一物種內個體之間或種群之間的基因變異總和，這種變異
是物種適應環境變化、抵抗疾病以及進行人工育種改良的基礎。例如，同一種農作
物不同品系對乾旱或病蟲害的抵抗能力差異，即源於其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則
是指在特定區域或全球範圍內，物種的豐富程度及其相對多寡的分布狀況，它是最
直觀、最常被用來衡量生物多樣性的指標。生態系多樣性則是指地球上各種生態系
統的類型、結構、功能及其生態過程的多樣性，例如森林、草原、濕地、珊瑚礁
等，每一類生態系統都為獨特的生物群落提供了棲息地。這三個層次相互關聯、相
互影響，共同構成了地球生命的複雜網絡。

生物多樣性的分布並非均勻，全球有若干區域擁有異常豐富的物種數量和高比
例的特有種，這些區域被定義為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要成為熱點地區，該區域必



須包含至少 1500種特有維管束植物，並且已失去超過 70%的原始植被。這些熱點地
區雖然僅占地球陸地面積的一小部分，卻容納了全球極高比例的特有動植物物種，
例如喜馬拉雅山區、中南半島、地中海盆地等。然而，這些熱點地區也正面臨著棲
地破壞、氣候變遷、外來種入侵等最嚴峻的威脅，使其成為保育工作的優先區域。
理解生物多樣性的空間分布格局，對於制定有效的全球與區域保育策略至關重要，
這涉及在有限的資源下，如何最大化地保護物種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態過程。

面對生物多樣性急速喪失的全球性危機，保育行動主要分為兩大策略：就地保
育與遷地保育。就地保育是指在物種原有的自然棲息地中進行保護，透過建立國家
公園、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庇護所等保護區網絡，維持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與自然
演化過程。這是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基石，因為它能保護物種連同其生態關係與環境
一併保存。遷地保育則是將物種的個體、配子或組織，遷移至其自然棲地之外進行
保護，例如動物園、植物園、種子銀行、基因庫等。遷地保育對於極度瀕危、野外
棲地已遭嚴重破壞的物種而言，是防止其立即滅絕的重要安全網，並可作為未來復
育計畫的種源。理想的保育策略需要兩者相輔相成，形成一個動態的保護體系，以
應對當前複雜的環境挑戰。

4.1 定義：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作為地球生命複雜性的總稱，不僅僅是物種數量的簡單加總，而

是涵蓋了從基因到生態系的多層次生命變異。這個概念的核心在於理解生命形式的
豐富度、差異性以及彼此間的相互連結。在環境科學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被視為
生態系韌性與功能的基石，它確保了自然系統在面對環境變動時能夠維持穩定，並
持續提供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各種生態系服務。從提供食物、藥物、潔淨水源，到
調節氣候、控制病蟲害、形成土壤以及提供文化與精神上的滋養，生物多樣性的價



值滲透於人類生活的每一個面向。因此，探討生物多樣性及其保育，不僅是生物學
的範疇，更是環境科學中整合生態、社會、經濟與倫理觀點的關鍵議題。

為了系統性地理解生物多樣性的全貌，科學家普遍將其劃分為三個相互關聯但
層次分明的範疇：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與生態系多樣性。這三個層次共同構成
了生命之網的完整圖像，其中任一層次的喪失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影響其他層次
的穩定性與功能。遺傳多樣性關注的是物種內部的變異，它是物種適應環境變遷與
長期演化的原料；物種多樣性則著眼於一個區域或全球範圍內，不同物種的豐富度
與均勻度，是生物多樣性最直觀的表現；而生態系多樣性則擴大到景觀尺度，指地
球上各種不同類型的生態系統，如森林、草原、濕地、珊瑚礁等，其組成、結構與
過程的變異性。這三個層次由微觀至宏觀，層層相扣，共同支撐著生物圈的運作。

遺傳多樣性指的是同一物種內，不同個體之間在基因組成上的差異。這種差異
存在於物種的種群之中，表現為個體在形態、生理、行為以及對環境適應能力上的
變異。遺傳多樣性是物種演化的基礎，透過基因的突變、重組與流動，物種得以產
生新的性狀。當環境發生變化時，例如氣候變遷或新病害的出現，具有較高遺傳多
樣性的種群更可能擁有某些個體，其基因型恰好能適應新的條件，從而使整個物種
免於滅絕。在農業與林業上，作物品種或林木的遺傳多樣性至關重要，它是育種專
家改良作物抗病性、產量與營養價值的基因庫。然而，現代農業過度依賴少數高產
品種，導致許多傳統地方品種消失，這實質上是一種遺傳侵蝕，使全球糧食系統面
對病蟲害或氣候異常時更為脆弱。

物種多樣性是指在特定地理區域或全球範圍內，物種的豐富程度及其相對數量
分布。它通常從兩個面向來衡量：一是物種豐富度，即一個區域內物種的總數；二
是物種均勻度，指各物種個體數分布的均等程度。一個擁有許多物種且各物種數量
相當的群落，其物種多樣性高於一個物種數雖多但由單一物種主導的群落。熱帶雨
林和珊瑚礁被認為是地球上物種多樣性最高的生態系統。物種多樣性不僅具有內在
的生態價值，每一個物種在生態系中都扮演著獨特的角色，可能是關鍵的授粉者、
分解者，或是食物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物種的喪失，尤其是關鍵物種的滅絕，可
能導致生態系功能失調，例如害蟲爆發、授粉服務下降或營養循環中斷，進而影響
人類福祉。

生態系多樣性是指地球上各種生態系統的類型、數量、分布及其內在的過程與
結構的變異性。生態系統是由生物群落與其非生物環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個功能
單位。不同的氣候、地形、土壤和水文條件，造就了森林、草原、沙漠、凍原、淡
水濕地、河口與海洋等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每一類生態系統都有其獨特的物種組
成、物理結構（如森林的垂直分層）和生態過程（如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的速度與
路徑）。生態系多樣性的重要性在於，不同的生態系統提供不同的、且常常是互補
的生態系服務。例如，森林擅長碳吸存與水土保持，濕地則精於水質淨化與洪水調
節。保護生態系多樣性，意味著維護這套完整且多功能的「自然基礎設施」，以支
持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這三個層次的生物多樣性並非獨立存在，而是緊密交織、相互影響。高層次的
生態系多樣性，為物種的生存與演化提供了多樣化的棲地，從而支持了高度的物種
多樣性。而豐富的物種多樣性，又意味著更多的基因庫存在於生物圈中，奠定了遺
傳多樣性的基礎。反之，遺傳多樣性的喪失會削弱物種的適應能力，可能導致物種
局部滅絕，進而降低物種多樣性；單一物種的消失可能破壞生態系的結構與功能，
長遠來看可能導致生態系統類型的簡化或轉變。因此，生物多樣性保育必須採取一
種整合性的策略，同時在基因、物種與生態系三個層面上採取行動，從設立種原庫
保存珍稀基因，到劃設保護區網絡維護關鍵棲地與生態過程，都需要通盤考量。理
解這三個層次的定義與相互關係，是進入後續探討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分布、威脅
與保育策略的基礎。

4.1.1 遺傳多樣性

遺傳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最基本且核心的層次，它指的是同一物種內不同個體
之間，或同一物種不同族群之間，在遺傳物質上的變異總和。這種變異儲存於所有
生物體的基因、染色體乃至整個基因組之中，是物種適應環境變化、維持族群健康
並持續演化的根本基礎。從微觀角度看，遺傳多樣性體現在基因的對偶基因
（allele）多樣性上，例如控制人類血型的基因有不同的對偶基因，從而產生了 A

型、B型、O型等不同血型。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它也包括染色體結構的差異以及
整個基因組序列的變異。這些遺傳上的差異，透過有性生殖過程中的基因重組與突
變，不斷地產生與累積，為物種提供了應對疾病、寄生蟲、氣候變遷及其他環境壓
力時所需的潛在適應能力。一個物種的遺傳多樣性越豐富，其族群在面對環境衝擊
時，擁有能夠存活並繁衍後代的個體的機會就越大，從而降低了整個物種滅絕的風
險。



遺傳多樣性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物種的長期生存，也直接關乎人類的福祉與經
濟活動。在農業領域，農作物的遺傳多樣性是育種工作的寶庫，育種學家透過篩選
和結合不同的遺傳性狀，培育出具有高產量、抗病蟲害、耐旱或營養價值更佳的新
品種。例如，上世紀中葉小麥和水稻的「綠色革命」，其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從
野生近緣種或地方品種中發現並引入了關鍵的遺傳基因。同樣地，畜牧業也依賴於
家畜品種內豐富的遺傳變異來改良性狀。在醫藥領域，許多藥物的研發源於對自然
界生物遺傳資源的探索，例如從特定植物或微生物中提取的化合物。此外，遺傳多
樣性對於維持生態系統的功能與穩定性至關重要，因為它影響著物種內個體對資源
的利用方式、對干擾的抵抗能力以及恢復力，進而影響整個生態系的生產力與服務
功能。

然而，全球的遺傳多樣性正面臨著嚴峻的威脅。現代農業過度依賴少數高產的
商業化品種，導致大量傳統地方品種和野生近緣種被遺棄乃至消失，這種遺傳均質
化的現象被稱為「遺傳侵蝕」。大規模單一作物種植不僅使農業系統更容易受到病
蟲害爆發的毀滅性打擊，也喪失了未來適應氣候變遷所需的遺傳資源。棲息地的破
碎化與破壞，則將野生動植物族群分割成孤立的小群體，限制了基因交流，導致近
親繁殖和遺傳漂變，使得有害隱性基因表達的機率增加，族群整體的遺傳變異減
少，適應潛力下降。過度捕撈、盜獵等直接開發行為，也會選擇性地移除具有特定
遺傳特徵的個體，無形中改變了族群的遺傳結構。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無數物
種的遺傳基礎正在不斷窄化，對全球糧食安全、生態韌性及生物技術的未來發展構
成潛在危機。因此，保育遺傳多樣性不僅是保護單一基因或品種，更是為人類與地
球生態系統的永續未來保存不可或缺的進化資本。

4.1.2 物種多樣性

物種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中最為直觀且易於理解的層次，它指的是在特定區域
或全球範圍內，不同物種的豐富程度與分佈狀況。此概念不僅關注物種的數量，即
物種豐富度，也涵蓋了各物種個體數量的相對多寡，即物種均勻度。一個健康的生
態系統通常具備較高的物種多樣性，這意味著系統內存在多種不同的生命形式，彼
此在功能上相互依賴與制衡。物種多樣性的測量可以從局部尺度，如一片森林或一



座湖泊，擴展到區域乃至全球尺度，從而幫助科學家評估生態系統的穩定性、恢復
力以及面臨環境變遷時的脆弱性。物種的多樣性直接影響生態系的生產力與營養循
環效率，多樣性高的系統往往能更有效地利用資源，並對疾病爆發、氣候異常等干
擾具有較強的緩衝能力。

物種多樣性的形成與維持是漫長演化過程的結果，受到地理隔離、氣候條件、
地質歷史以及物種間相互作用等多重因素影響。例如，熱帶雨林地區由於穩定的氣
候、豐富的資源和複雜的棲地結構，孕育了地球上最高水平的物種多樣性。相反，
極地或沙漠等極端環境中，物種數量則相對稀少。每一個物種在生態系中都扮演著
獨特的角色，即其生態棲位，包括它如何獲取資源、與其他物種互動以及對環境的
影響。這種功能上的多樣性確保了生態過程，如授粉、種子傳播、養分分解和害蟲
控制等，能夠持續運作。當物種多樣性喪失時，某些關鍵生態功能可能隨之削弱或
消失，進而導致整個生態系統服務的退化，影響人類社會的福祉。

然而，當前全球正面臨物種多樣性急遽下降的危機，其主要驅動力來自人類活
動。棲地破壞與碎片化是導致物種滅絕的首要原因，大規模的農業擴張、都市化、
森林砍伐及基礎建設，直接侵蝕了野生動植物的生存空間。此外，過度開發，如非
法野生動物貿易、不可持續的漁業和伐木，使得許多物種的族群數量銳減。外來入
侵物種的引入則可能排擠或捕食原生種，擾亂原有的生態平衡。氣候變遷更進一步
加劇了這一趨勢，改變了物種的分布範圍與物候，使適應能力較差的物種面臨存續
挑戰。這些威脅相互交織，導致物種滅絕速率遠高於自然背景值，這不僅是生物遺
傳資訊的永久流失，也預示著生態系統潛在的崩潰風險。

因此，監測與保育物種多樣性已成為全球環境議程的核心。保育策略包括建立
保護區以維護關鍵棲地，實施物種復育計畫，以及透過國際公約如《生物多樣性公
約》來規範與協調各國行動。同時，理解物種多樣性的空間分布模式，例如識別生
物多樣性熱點地區——那些物種特有性高且受威脅嚴重的地區，能幫助將有限的保
育資源進行優先配置。



4.1.3 生態系多樣性

生態系多樣性，亦稱為生態系統多樣性，是指在特定地理區域或全球範圍內，
不同類型生態系統的豐富度、分布及其相互之間的差異。它不僅關注生態系統的類
型數量，更深入探討這些系統在結構、功能、組成以及所處環境條件上的變異性。
生態系統是由生物群落與其非生物環境透過複雜的交互作用所構成的一個功能單
位，例如森林、草原、濕地、珊瑚礁、沙漠等。生態系多樣性正是這些不同功能單
位在地景上的鑲嵌組合，其多樣性程度直接影響了區域乃至全球的生態穩定性、生
產力與恢復力。一個擁有高生態系多樣性的地區，意味著它包含了從高山、森林到
河流、湖泊等多種生境，每種生境都支持著獨特的生物群落和生態過程，從而為物
種提供了多樣化的生存空間與避難所，並確保了各種生態服務的持續供給。

生態系多樣性的重要性體現在多個層面。首先，它是維持物種多樣性和遺傳多
樣性的基礎。不同的生態系統提供了相異的物理條件與資源，使得適應各種環境的
物種得以生存和演化。例如，一個同時包含紅樹林、海草床和珊瑚礁的沿海地區，
其所能承載的海洋生物種類遠比單一類型的海岸線來得豐富。其次，生態系多樣性
直接關聯到生態系統服務的多元性與穩健性。不同的生態系統提供不同的服務：森
林著重於碳匯、水土保持與氣候調節；濕地擅長水質淨化、洪水緩衝與地下水補
注；農業生態系統則主要提供糧食與纖維。當一個區域擁有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時，
即使某個系統受到干擾（如病害、火災或污染），其他系統仍能維持部分服務功
能，從而增強了整個地景的韌性，降低了全面性生態崩潰的風險。

從功能角度分析，生態系多樣性確保了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的完整性與效率。地
球上的水循環、碳循環、氮循環等並非孤立進行，而是透過不同生態系統之間的介
面與交換過程串聯起來。例如，森林生態系統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河流生態系
統則將陸地養分輸送至海洋，滋養沿海生態系統。多樣化的生態系統如同一個精密
網絡中的不同節點，各自執行特定功能，並透過物質與能量的流動相互連結。這種



功能上的互補與連結，使得全球生態系統能夠有效調節氣候、淨化環境與維持生產
力。一旦生態系多樣性降低，例如大面積的天然林被轉為單一作物農田，不僅物種
會消失，相關的水文調節、土壤保育等關鍵生態過程也會被削弱或中斷，導致環境
退化與服務流失。

然而，生態系多樣性正面臨著人類活動導致的嚴重威脅。棲地破壞、破碎化與
轉作是主要驅動因素。為了農業擴張、都市發展、基礎建設與資源開採，原始森林
被砍伐、濕地被排乾、草原被開墾，導致連續的自然地景被切割成孤立斑塊，許多
生態系統類型面積縮減甚至完全消失。這種變化不僅直接減少生態系統的類型與數
量，更破壞了生態系統之間的連結廊道，影響物種遷徙與基因交流。此外，外來入
侵種的擴散、氣候變遷引起的溫度與降水模式改變，以及污染物的跨介質傳輸，都
在改變生態系統的結構與功能，可能導致某些脆弱的生態系統類型（如高山草甸、
珊瑚礁）退化或轉型，進一步侵蝕全球的生態系多樣性。因此，保育生態系多樣性
需要從地景尺度進行規劃，強調保護各類生態系統的代表性樣區、維護其間的生態
連結，並以永續的方式管理人類所依賴的生產性景觀。

4.2 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生物多樣性並非僅是物種名錄上的靜態數字，它代表著地球上生命形式的豐富

度、變異性及其相互作用的複雜網絡，為人類社會提供了多面向且不可或缺的價
值。理解這些價值的多元性，是制定有效保育策略與推動永續發展的基石。生物多
樣性的價值體系可從多個維度進行剖析，其中消費價值、生產價值、社會價值、倫
理價值、美感價值與選擇價值構成了其核心內涵。這些價值並非彼此孤立，而是相
互交織，共同支撐著生態系統的穩定與人類文明的福祉。從直接取用於自然的資
源，到維繫文化認同的精神紐帶，生物多樣性以有形與無形的方式，深刻影響著人



類經濟活動、社會結構、文化實踐以及對未來的展望。全面評估這些價值，有助於
我們超越單純的經濟計算，認識到生物多樣性流失所帶來的全面性風險，從而促使
社會各界採取更積極的行動。

消費價值，亦稱直接使用價值，指的是生物多樣性資源能夠被人類直接消耗或
使用的部分。這是最直觀、最容易被理解的價值形式，涵蓋了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
本物質需求。例如，人類從自然界直接獲取食物，包括各種穀物、水果、蔬菜、魚
類和肉類，這些都源自於馴化或野生的動植物物種。木材、纖維、橡膠、燃料等工
業與生活原料，也直接取自森林與其他生態系統。此外，許多藥物的活性成分直接
從植物、動物或微生物中提取，傳統醫學體系如阿育吠陀、中醫等，更是高度依賴
對豐富生物資源的知識。消費價值體現了生物多樣性作為「資源庫」的角色，其多
樣性確保了人類能夠應對不同的環境條件與需求變化，例如在主要糧食作物因病蟲
害減產時，野生近緣種可能提供抗病基因，成為重要的遺傳備份。

生產價值，或稱間接使用價值，指的是生物多樣性通過維持生態系統的過程與
功能，間接為人類提供的惠益。這些功能雖然不直接以商品形式出現在市場上，卻
是經濟活動與社會存續的根本基礎。例如，森林和濕地生態系統具有涵養水源、調
節氣候、淨化空氣與水質、控制侵蝕、維持土壤肥力以及為農作物授粉等功能。海
洋和淡水生態系統則維繫著漁業資源，並參與全球營養循環。生物多樣性豐富的生
態系統通常更具韌性，能更好地抵禦環境干擾（如極端氣候、病蟲害爆發）並維持
其服務功能。生產價值猶如自然為人類經濟活動所提供的「基礎設施」與「免費服
務」，其經濟價值往往巨大但容易被忽略，直到生態系統退化導致服務中斷時，其
重要性才會以災難性的成本形式顯現出來。

社會價值體現了生物多樣性在塑造人類社會結構、文化實踐和社區認同方面的
作用。許多社區與特定物種、景觀或生態系統有著深厚的精神、宗教或文化連結。
特定的樹種、動物或自然區域可能被視為神聖的，成為儀式、節慶和傳統習俗的核
心。原住民和地方社區的傳統知識體系，包括對動植物用途、生態規律的認識，是
基於長期與特定生物多樣性環境互動而累積的智慧，這些知識本身即是文化遺產的
一部分。生物多樣性也支持著休閒、生態旅遊和教育活動，促進社區凝聚力與身心
健康。當生物多樣性喪失時，與之相關的文化實踐和社會結構也可能隨之瓦解，導
致文化多樣性的流失，這是一種難以用金錢衡量的深層損失。

倫理價值源於一種信念，即所有物種，無論其對人類是否有用，都具有內在的
生存權利和價值。這種觀點認為，人類並非自然的主宰，而是生命共同體的一部
分，有道德責任尊重並保護其他生命形式。倫理價值強調代際公平，要求我們將一
個豐富多樣的生物世界傳承給子孫後代，而非剝奪他們享受和受益於生物多樣性的
機會。它也涉及動物福利的考量，反對不必要的殘忍對待野生與馴養動物。從深層
生態學的角度看，整個生態系統的完整、穩定與美麗本身就具有最高價值。倫理價
值為保育行動提供了超越功利計算的道德基礎，促使社會思考發展模式與自然共存
的根本原則。



美感價值源於生物多樣性帶給人類的審美體驗、靈感啟發與精神愉悅。自然景
觀的壯麗、野生動物的優雅、花卉的繽紛色彩、鳥類的婉轉鳴唱，這些都豐富了人
類的精神世界，激發了藝術、文學、音樂和哲學的創作。許多人從觀賞自然、徒步
旅行、觀鳥等活動中獲得心靈的寧靜與滿足。生物多樣性之美是國家公園、自然保
護區和生態旅遊業得以存在的核心吸引力。這種非物質的價值雖難以量化，卻是提
升生活品質、促進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也是人類文化創造力的重要源泉。

選擇價值，或稱潛在價值，指的是為未來保留生物多樣性選項的價值。我們目
前對物種和基因的認識仍然有限，許多物種的潛在用途尚未被發現。隨著科學技術
的進步和人類未來需求的變化，今天看似無用的物種，明天可能成為新藥、新材料
或應對新挑戰（如新疾病、氣候變化適應）的關鍵資源。選擇價值就像一份為未來
投保的保單，確保我們在面對未知風險時，擁有一個豐富的「自然解決方案」基因
庫可供選擇。滅絕是不可逆的，一個物種一旦消失，它所攜帶的獨特遺傳資訊及其
所有潛在價值也將永遠喪失。因此，保護生物多樣性就是保護未來世代解決問題的
可能性與選擇的自由。

4.2.1 消費價值

生物多樣性的消費價值，亦稱直接使用價值，指的是人類直接從生物資源中獲
取產品，並將其用於消費、維持生計或進行市場交易所產生的價值。這類價值最為
直觀，因為它直接轉化為人類日常所需的食物、藥物、建材、燃料、纖維以及其他
生活物資。從最基本的層面來看，全球數十億人口的糧食安全高度依賴於一小部分
被馴化的動植物物種，例如水稻、小麥、玉米、家禽和牲畜。然而，野生生物多樣
性作為這些馴化物種的基因庫，提供了育種改良所需的遺傳物質，以對抗病蟲害或
適應氣候變遷，從而確保了農業系統的韌性與長期生產力。此外，許多社區，特別
是原住民和農村人口，依然直接依賴森林、草原和濕地中的野生動植物來獲取食
物、藥材和收入，這種直接採集構成了他們生計與文化認同的核心部分。

在醫藥領域，生物多樣性的消費價值尤為顯著。傳統醫學體系，如阿育吠陀、
中醫等，其藥典絕大部分來源於對動植物及微生物的利用。現代醫藥的發展也深深
植根於自然產物，許多重要的藥物，如從柳樹皮衍生的阿斯匹靈、從黃花蒿提取的
青蒿素、從太平洋紫杉醇發現的抗癌藥物，其最初的化學結構或靈感都源自特定的
生物物種。這意味著每一種尚未被研究的物種，都可能蘊藏著治療人類疾病的潛在
化合物，其經濟與健康價值難以估量。因此，生態系統中物種的滅絕，不僅是生物
遺傳信息的永久喪失，更可能意味著未來某種關鍵藥物或治療方法的永遠消失，直
接影響人類的健康福祉。

除了食物與藥物，生物多樣性還提供了廣泛的工業原料與消費品。木材與竹材
是建築和造紙業的基礎；天然橡膠、樹脂、染料和油脂來自多種植物；動物皮毛、
絲綢、羊毛則是紡織業的重要原料。這些資源支撐著龐大的全球產業鏈，創造了就
業與經濟產值。在能源方面，雖然化石燃料佔據主導，但在許多發展中地區，薪



柴、木炭和牲畜糞便仍是不可或缺的傳統家用能源，直接依賴於當地生態系統的生
產力。這種直接消費關係，使得生物資源的管理與永續利用成為區域經濟穩定與社
會發展的關鍵。

然而，消費價值的實現方式直接影響到生物多樣性的存續。過度開發、不可持
續的採伐、捕撈和狩獵，是導致物種減少和棲地破壞的主要原因之一。當一種資源
因其高市場價值而被過度利用時，例如犀牛角、象牙或某些高價木材，便會引發盜
獵與非法貿易，使物種瀕臨滅絕。這凸顯了管理消費價值的重要性：必須在滿足當
代人類需求與維護資源長期再生能力之間取得平衡。永續收穫實踐、認證計畫（如
森林管理委員會 FSC認證）、以及對替代品的研究推廣，都是為了確保生物多樣性
的消費價值能夠世代延續，而非一次性耗竭。因此，認識並量化消費價值，不僅是
經濟評估，更是制定永續資源管理政策、引導負責任消費行為的基礎。

4.2.2 生產價值

生物多樣性的生產價值，亦稱間接使用價值，主要體現在生態系統為人類社會
提供的各類服務與功能，這些服務雖不直接轉化為市場商品，卻是維持經濟生產活
動與人類生存的基礎。此類價值源於生態系統的完整運作，例如森林調節氣候、涵
養水源、防止土壤侵蝕；濕地淨化水質、調節洪水；昆蟲與鳥類傳播花粉、控制害
蟲；微生物分解有機物、維持土壤肥力等。這些生態過程若需以人為工程替代，將
耗費巨額成本，甚至無法完全複製。因此，生物多樣性的生產價值是支撐農業、林
業、漁業乃至整體經濟的隱形支柱，其喪失將直接威脅到生產系統的穩定性與韌
性，導致自然資本的耗損與經濟風險的增加。

從經濟學角度審視，生產價值可視為一種保險機制與投資。多樣化的物種與基
因庫提供了應對環境變遷的緩衝能力，例如作物野生近緣種可能蘊藏抗病、抗旱或
高產的基因特質，是未來育種改良的關鍵資源庫。海洋與森林生態系統的健全，確
保了漁業資源與林產的永續收穫。當單一物種因疾病或氣候衝擊而衰退時，生態系
統內其他物種可能填補其生態區位，維持服務功能不中斷。這種由多樣性帶來的系
統穩定性，降低了生產活動所面臨的自然風險，保障了長期的經濟安全。忽視此價
值，過度簡化生態系統（如大規模單一作物種植），雖可能短期提升效率，卻會增
加系統脆弱性，最終可能引發災難性的產量崩潰或生態服務失能。

具體而言，生產價值滲透於多個關鍵產業。在農業領域，健康的土壤生物多樣
性（如蚯蚓、菌根真菌）促進養分循環與土壤結構，減少對化學肥料的依賴；傳粉
昆蟲的服務直接影響全球三分之一作物產量。在醫藥產業，許多藥物源自野生動植
物，豐富的物種多樣性意味著更多潛在的新藥來源。在氣候調適方面，紅樹林與珊
瑚礁保護海岸線，減緩風暴潮對沿海社區與基礎設施的破壞，其防護價值難以估
量。此外，生態系統透過水循環調節、空氣淨化等過程，為工業生產與城市生活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環境條件。這些服務雖未計入傳統國內生產毛額，但其經濟貢獻實
質且龐大，是衡量一國真實財富與發展永續性的核心指標。



認識並量化生物多樣性的生產價值，是制定合理保育與資源管理政策的基礎。
這要求我們超越僅以市場價格衡量自然資源的狹隘視角，發展並採用生態經濟學的
評估工具，如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自然資本核算等。透過將這些隱形價值顯性
化，決策者與社會大眾方能更清晰地理解保育生物多樣性並非單純的道德訴求或成
本支出，而是一項對未來經濟生產力、社會安定與人類福祉的關鍵投資。維護生物
多樣性，即是維護自然資本的完整性，確保生態系統能持續提供維繫文明發展所必
需的各種生產性服務。

4.2.3 社會價值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價值，體現在其維繫人類社會結構、文化傳承與社區凝聚力
的深遠影響上。這種價值並非直接以貨幣或物質形式呈現，而是透過社會制度、傳
統知識、文化實踐以及社區認同感來具體化。自古以來，人類社群便與其周遭的生
態環境緊密相連，發展出適應當地生物資源的生活方式、節慶儀式、藝術表現與社
會規範。例如，許多原住民族群與地方社區的傳統知識體系，深刻鑲嵌著對當地動
植物物種的認識與利用方式，這些知識不僅是生存技能，更是社群身分認同與文化
連續性的核心。生物多樣性提供了社會互動與合作的物質基礎，如共同管理資源、
分享收穫或舉行與特定物種相關的祭典，這些活動強化了社會紐帶，促進了集體智
慧的傳承。因此，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不僅是物種的滅絕，往往也意味著與該物種
相關的獨特文化實踐、語言詞彙與社會儀式的消亡，對人類文化的多樣性造成不可
逆的損害。

進一步而言，生物多樣性對於社會穩定與公平具有關鍵作用。許多社區，特別
是發展中國家的農村與原住民社區，其生計高度依賴當地生態系統提供的多樣化資
源，包括食物、藥材、建材與燃料。這種直接依賴性賦予生物資源極高的社會價
值，因為它們關乎社區的生計安全、營養健康與經濟韌性。當生態系統因生物多樣
性下降而退化，這些社區往往首當其衝，面臨資源匱乏、生計困難乃至被迫遷徙的



風險，從而加劇社會不平等與衝突。此外，生物多樣性豐富的環境，如森林、濕地
與海岸帶，常被賦予精神上的意義，被視為聖林、神山或水源保護地，這些社會文
化建構的保護機制，在歷史上有效地保育了許多生態棲地。這種將自然賦予神聖性
或社會規範約束的價值觀，體現了社會價值在資源管理中的調節功能。在現代社
會，生物多樣性也透過提供休閒、生態旅遊與教育場域，促進社會福祉與環境意
識，成為連結都市居民與自然的橋樑，具有凝聚社會共識、提升生活品質的無形效
益。

從更宏觀的社會發展角度審視，生物多樣性是人類適應環境變遷、維持社會韌
性的重要基礎。面對氣候變遷、新型疫病等全球性挑戰，遺傳多樣性與物種多樣性
為農業、醫藥與科技創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因庫與啟發來源。社會的長期存續與
發展，有賴於從豐富的生物資源中尋找解決方案，例如抗病作物品系、新藥先導化
合物或仿生學設計靈感。這種為未來社會預留選項的價值，雖難以量化，卻至關重
要。同時，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永續利用，已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倫理與法律
責任，相關的公約與規範（如《生物多樣性公約》）體現了全球社會對維護地球生
命支持系統的集體承諾。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其生物多樣性，反映了其文明程度、公
平正義觀念以及對後代的責任感。因此，承認並維護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價值，不僅
是文化保存與社區發展的需要，更是確保社會在動態變化的世界中能夠永續、公平
且具韌性地發展的根本前提。這要求政策制定與資源管理必須納入在地社區的知識
與參與，尊重文化多樣性，並在發展過程中維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與服務功能。

4.2.4 倫理價值 

生物多樣性的倫理價值，植根於一種超越人類直接經濟或物質利益的深層信
念，即所有物種，無論其對人類的效用為何，都擁有內在的生存權利與價值。這種
價值觀挑戰了以人類為中心的自然觀，主張人類並非地球的唯一主宰，而是與其他
生命形式共享這個星球的生命共同體成員。倫理價值的核心在於承認生物多樣性本
身具有道德地位，其存在不應僅取決於是否對人類社會有益。從這個角度出發，保
護生物多樣性是一種道德義務，是我們對其他生命形式、對地球生態系統完整性，
以及對後代子孫所肩負的責任。這種責任感促使我們反思自身的行為模式，評估發
展活動是否在道德上可被接受，特別是在可能導致物種滅絕或棲地永久破壞的情況
下。

進一步探討倫理價值的內涵，它與許多文化、宗教和哲學傳統中的生態智慧相
互呼應。例如，許多原住民族群的世界觀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處，視山川、河流、
動植物為具有靈性的存在，人類的生存依賴於對自然的尊重與感恩。在東方哲學
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也蘊含著深刻的生態倫理。從現代環境倫理學的發展來
看，諸如「土地倫理」主張將道德關懷的範圍從人際關係擴展到土地、水、植物和
動物所構成的整個生態社群；而「深層生態學」則更進一步，倡導一種以生態為中
心的價值觀，認為生物圈中的所有生物都具有平等的內在價值。這些思想都為生物



多樣性的倫理價值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強調我們有義務維護生命之網的複雜性
與穩定性。

在實踐層面上，倫理價值是推動保育政策與個人行動的重要動力。當社會普遍
認同其他物種擁有生存權利時，便會更積極地支持設立保護區、立法禁止瀕危物種
貿易、以及恢復退化生態系統等措施。它促使我們在進行經濟開發決策時，不僅進
行成本效益分析，更進行道德考量，評估發展所帶來的物種滅絕風險是否在倫理上
可以被容忍。此外，倫理價值也與代際公平緊密相連。我們這一代人消耗資源、改
變環境的行為，不應剝奪未來世代享受豐富生物多樣性的權利。因此，保護生物多
樣性不僅是對當代其他生命的尊重，也是對未來人類的倫理承諾。這種跨越時間的
道德責任，要求我們以永續的方式管理自然資源，確保生態遺產得以傳承。

總而言之，生物多樣性的倫理價值構成了保育工作的道德基石。它提醒我們，
人類的繁榮不應建立在其他物種滅絕的基礎之上。在面對生物多樣性急速喪失的全
球危機時，強化社會對倫理價值的認知與認同至關重要。這需要透過教育、文化倡
議和公眾對話，將生態倫理內化為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當我們從內心深處認同保
護自然是一種道德命令時，所制定的政策將更為堅定，所採取的行動將更為自覺，
從而為維繫地球生命的豐富與奇蹟，奠定不可或缺的倫理基礎。

4.2.5 審美價值

生物多樣性的審美價值，指的是生態系統、物種及其自然棲地所帶給人類的美
感體驗、精神愉悅與心靈啟發。這種價值超越了物質與實用層面，觸及人類情感與
文化認同的核心。自然景觀的壯麗、野生生物的優雅姿態、森林的幽靜、珊瑚礁的
色彩斑斕，乃至一朵野花的細緻結構，都能激發人們的驚嘆、寧靜與靈感。這種與
生俱來對自然之美的欣賞，是人類普世經驗的一部分，深深影響著藝術、文學、音
樂、哲學與宗教的發展。從古典山水畫到現代自然攝影，從詩詞歌賦到生態旅遊，
生物多樣性持續為人類文化提供不可或缺的創作泉源與精神慰藉。

審美價值不僅體現在宏觀景觀，也蘊含於微觀世界與生態過程之中。季節更迭
所呈現的色彩變化、物種間精巧的共生關係、演化所塑造的獨特形態，這些都構成
自然之美複雜多維的面向。這種美學體驗具有重要的心理與社會功能，能減輕壓
力、提升創造力、促進心理健康，並培養對環境的關懷與歸屬感。許多研究指出，
接觸自然環境有助於改善情緒、增強認知功能，這說明了審美價值與人類福祉之間
存在著實質連結。因此，保護生物多樣性不僅是保存物質資源，也是維護一個能持
續滋養人類精神與文化生活的美學寶庫。

在現代社會，生物多樣性的審美價值更衍生出重要的經濟與教育意義。生態旅
遊與自然休閒產業的蓬勃發展，直接奠基於景觀與野生生物的美學吸引力，為許多
地區帶來可觀收益並促進保育工作。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與風景區的設立，很大
程度上是為了保護這些具有高度審美價值的自然資產，供公眾欣賞與世代傳承。此



外，自然之美是環境教育最有力的媒介之一，能夠直觀地喚起公眾特別是年輕一代
對生態的興趣與保護意識。當人們被自然之美所感動時，更可能轉化為支持保育行
動的內在動力。

然而，審美價值也面臨因生物多樣性喪失而遭受侵蝕的威脅。物種滅絕、棲地
破碎化、景觀單一化，不僅導致生態功能退化，也使得世界在美學上趨於貧乏。單
調的農田取代多樣的森林，受污染的水域失去清澈與生機，這些變化剝奪了人類體
驗自然之美的機會。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審美價值，意味著我們必須保護完整的生態
系與自然過程，而不僅僅是孤立的名勝景點或旗艦物種。這需要將美學考量納入保
育規劃與土地管理中，確保發展活動不致永久損毀景觀之美與生態完整性，讓未來
世代仍能享有與自然建立深刻美學連結的權利。

4.2.6 選擇價值

選擇價值，又稱選項價值，是生物多樣性所具備的一種潛在且至關重要的價值
形式，它代表著我們為未來世代保留選擇機會的承諾。這種價值並非基於當前已知
的直接用途或消費，而是源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認知。我們無法預測哪些物種、基
因或生態系統過程將在未來成為解決人類生存挑戰的關鍵，例如開發新藥物、培育
抗病作物、或發展適應氣候變遷的生態工程。因此，選擇價值體現了一種預防原則
和風險管理的思維，強調在物種滅絕或生態系統崩潰之前進行保育，實質上是為人
類社會購買了一份未來的「保險」。這種價值評估超越了當下的市場經濟框架，將
時間維度和未知可能性納入考量，承認我們現有的科學知識存在局限，許多物種的
潛在效用尚未被發現或理解。

在實踐層面上，選擇價值直接影響保育政策的優先順序與資源分配。當我們決
定保護一片熱帶雨林、一個珊瑚礁或一個濕地生態系統時，不僅是保護其現有的觀
光收益或漁獲資源，更是保護其中數以萬計尚未被研究物種的未來可能性。歷史上
已有許多例證，原先被認為無關緊要的物種，後來成為醫學或農業革命的基石。例



如，某些植物化合物成為抗癌藥物的來源，特定微生物的酶在工業生物技術中扮演
關鍵角色。這些發現往往具有偶然性，若相關物種在其潛在價值被認識前就已滅
絕，損失將無法彌補。因此，選擇價值的核心論點在於：滅絕是不可逆的，一旦喪
失生物多樣性，就等同永久關閉了未來可能賴以生存的選項大門，這對人類長遠的
適應力與創新能力構成根本性威脅。

從經濟學與倫理學的交叉視角審視，選擇價值也涉及代際公平的深刻議題。當
代人類作為地球資源的暫時管理者，是否有權剝奪未來世代探索和利用生物多樣性
的權利？選擇價值的概念對此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它要求我們在進行開發決策時，
必須將未來人類的福祉與選擇權納入成本效益分析，儘管這在量化上極具挑戰。這
促使保育行動從一種被動的補救措施，轉變為一種主動的、前瞻性的投資。維護選
擇價值意味著我們必須採取一種更為審慎的發展路徑，在經濟活動與生態保全之間
尋求平衡，確保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與物種的存續，從而為子孫後代保留一個充滿生
物潛力與應變彈性的世界。這種價值觀最終將引導社會走向更永續的發展模式，其
中生物多樣性不被視為可隨意置換的資本，而是支撐人類文明長遠未來的、無可替
代的基礎。

4.3 全球、國家與地方層面的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的分布與其重要性，依觀察尺度不同而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從全

球宏觀的格局到國家層級的資源盤點，乃至地方社區的直接依存關係，共同構成了
理解生物多樣性保育的立體框架。在全球層面上，生物多樣性並非均勻分布，而是
高度集中於特定地理區域，這些區域通常被稱為生物多樣性熱點或巨大多樣性國
家。全球尺度的分析揭示了物種豐富度與生態系類型隨緯度變化的梯度，一般而
言，熱帶地區擁有遠高於溫帶及極區的物種數量，這與穩定的氣候、充足的太陽能
輸入以及長期的地質歷史有關。此外，全球生物多樣性正面臨著由人類活動驅動的
第六次大滅絕危機，物種滅絕速率遠超過自然背景值，這不僅是單一物種的消失，
更意味著生態網絡中關鍵節點的喪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削弱全球生態系的韌性
與服務功能。國際公約如《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制定，正是為了應對此全球性挑
戰，旨在促進跨國合作，確保生物資源的永續利用與惠益共享。

在國家層面，生物多樣性成為一國自然資本的核心組成部分，直接關乎其糧食
安全、水資源供應、醫藥研發潛力與經濟發展基礎。每個國家因其獨特的地理位
置、地形地貌與氣候條件，孕育出特有的生物群落與生態系統。國家有責任對其境
內的生物多樣性進行調查、編目與監測，並制定相應的法律框架與保護策略，例如
劃設保護區網絡、實施物種保育計畫以及管理外來入侵種。國家層面的生物多樣性
評估，往往能凸顯出該國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格局中的獨特地位與貢獻，例如某些國
家可能擁有極高比例的特有種，使其成為全球保育的關鍵所在。同時，國家政策與
經濟發展模式，如農業擴張、基礎建設與能源開發，也對境內生物多樣性產生最直



接的衝擊，因此需要在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納入各部門
政策之中。

地方層面，特別是社區層級，是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生活產生最緊密連結的尺
度。地方性的生物多樣性，包括當地常見的動植物種、傳統作物品系、家畜品種以
及微生物資源，構成了社區生計、文化認同與傳統知識的基礎。原住民與地方社區
在長期的互動中，發展出豐富的生態知識與資源管理智慧，這些知識對於維持當地
生態系的健康與適應環境變遷至關重要。地方層面的生物多樣性變化，例如某種關
鍵資源物種的減少、授粉者的消失或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改變，會立即影響到社區的
糧食生產、水源品質與健康狀況。因此，社區參與式的保育管理，如社區森林、保
護區共管機制或農業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育，被認為是有效且具社會正義的保育途
徑。這強調了保育行動必須尊重並整合地方知識與需求，方能長久持續。

這三個層面並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影響、層層嵌套。全球生物多樣性趨勢是
由無數地方性變化的總和所驅動；反之，全球性的氣候變遷與市場力量也深刻影響
著地方生態系統。國家政策則扮演了承上啟下的關鍵角色，既要履行國際承諾，回
應全球關切，又需制定符合國情的法規，並授權與支持地方社區的保育行動。例
如，一個全球關注的瀕危物種，其最後的棲地可能僅存於某個國家的特定地方社區
周遭，其存續便依賴於國際保育資金、國家法律保護與社區巡守監測的共同作用。
理解這種多尺度互動關係，有助於設計更周全的保育策略，避免顧此失彼。

當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驅動因素，同樣在這三個層面上運作。在全球層面，氣
候變遷與國際貿易導致的外來種擴散是主要壓力。在國家層面，土地用途變更、資
源過度開採與污染是普遍原因。在地方層面，則可能具體表現為森林砍伐、濕地填
埋、過度放牧或傳統永續實踐的式微。因此，有效的保育必須是多層級、多部門的
協同努力，包括全球性的減碳協議與貿易規範調整、國家級的國土空間規劃與綠色
財政政策，以及地方層級的生態系統恢復與生計替代方案。透過這種整合性的視
角，我們才能更全面地評估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與威脅，並在從全球到地方的每一個
層級上，推動從認知、政策到行動的轉變，為維繫地球的生命之網盡責。



4.4 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
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的概念，是保護生物學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策略性工具，旨

在全球層面優先劃定並集中有限的保育資源於最迫切需要的地區。此概念由國際環
保組織「保護國際」所推廣，其核心定義標準包含兩項嚴格的條件：首先，該區域
必須擁有至少一千五百種特有維管束植物，亦即這些植物物種的自然分布範圍僅限
於該地區，全球其他地方並不存在，這凸顯了其獨一無二的演化遺產；其次，該區
域必須已喪失其原始植被覆蓋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顯示其生態系統正遭受嚴重破
壞，處於高度瀕危狀態。這兩個條件的結合，巧妙地識別出那些既具有極高生物獨
特性，同時又面臨迫在眉睫棲地喪失威脅的地理區域，促使國際社會與各國政府採
取緊急行動。

全球目前被認定的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數量有限，每一個都是地球上生命多樣
性無可替代的寶庫。這些熱點地區的總面積僅占地球陸地面積的約百分之 2.4，然而
卻承載了超過半數的全球維管束植物物種以及將近半數的陸棲脊椎動物物種。這種
高度集中的生物多樣性，使得這些區域成為全球保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著名的熱點
地區包括南美洲的熱帶安地斯山脈、中美洲的馬達加斯加島嶼與印度洋群島、東南
亞的印度-緬甸區、非洲的好望角植物區，以及地中海盆地等。每一個熱點都呈現出
獨特的地質歷史、氣候條件與演化路徑，孕育出大量適應當地環境的特有物種，形
成了複雜而脆弱的生態網絡。

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的劃定，不僅具有科學上的意義，更在保育政策與實務上
產生深遠影響。它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地理框架，引導國際援助資金、非政府組織項
目以及國家級保護區網絡的設立優先順序。例如，全球環境基金等國際機構經常將



熱點地區作為資助的重點。然而，此概念也引發一些討論與挑戰。批評者指出，過
度聚焦於熱點可能導致對其他重要但不符合嚴格熱點標準的生態系統（如廣大的草
原、溫帶森林或淡水生態系）的忽視，這些地區可能擁有獨特的生態功能或同樣面
臨威脅。此外，熱點的概念主要基於維管束植物和脊椎動物，對於無脊椎動物、微
生物等物種多樣性的涵蓋可能不足。因此，現代保育策略強調應將熱點方法與更廣
泛的生態系服務保護、景觀層級的規劃相結合。

4.5 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威脅：棲地喪失、野生動物盜獵、人獸

衝突
生物多樣性所面臨的威脅是多面向且相互關聯的，其中棲地喪失、野生動物盜

獵以及人獸衝突是當前最為顯著且急迫的挑戰。這些威脅並非獨立存在，而是彼此
交織，形成一個複雜的壓力網絡，持續侵蝕著全球生態系的穩定性與物種的生存基
礎。棲地喪失被廣泛認為是導致物種滅絕的首要原因，其影響範圍與深度遠超過其
他單一因素。當自然棲地被轉變為農業用地、都市發展區、基礎建設或受到資源開
採的破壞時，原本依賴該環境生存的物種便面臨存續危機。這種轉變不僅直接剝奪
了生物的生存空間，更導致棲地破碎化，將完整的生態區域切割成孤立的小區塊。
破碎化的棲地如同生態孤島，限制了物種的遷徙、基因交流與覓食範圍，使得族群
規模縮小，遺傳多樣性降低，對環境變動的抵抗力也隨之減弱。此外，棲地喪失往
往伴隨著環境品質的劣化，例如水污染、土壤侵蝕與微氣候改變，這些次生效應進
一步壓縮了適應力較差物種的生存機會。

野生動物盜獵與非法野生生物貿易則是直接針對特定物種的毀滅性威脅，其動
機主要源於經濟利益。盜獵活動猖獗的對象通常是具有高市場價值的物種，例如象
牙、犀牛角、虎骨、穿山甲鱗片以及各種珍稀寵物與觀賞植物。這種需求驅動的掠
奪行為，往往在短時間內就能使一個物種的族群數量銳減，甚至走向區域性滅絕。
盜獵不僅影響目標物種本身，更會擾亂整個生態系的平衡。例如，頂級掠食者數量
的減少可能導致其獵物族群過度膨脹，進而對植被造成過度消耗，引發連鎖的生態
崩潰。非法貿易網絡的全球化與隱蔽性，使得執法面臨巨大挑戰，而貧困、治理不
善與腐敗問題更在許多地區加劇了盜獵的嚴重性。此外，傳統醫藥市場對某些野生
動物部位的需求，以及將野生動物作為身份象徵的消費文化，持續為非法貿易提供
市場，使得保育工作必須同時從減少供給與抑制需求雙管齊下。

人獸衝突的加劇，是人類活動範圍不斷擴張至野生動物棲地的直接後果，同時
也是棲地喪失與破碎化所引發的關鍵問題。當森林邊緣被開墾為農田或聚落，或當
水源地被人類設施所佔據時，野生動物為了覓食與生存，不可避免地會進入人類活
動領域。這導致了農作物遭破壞、牲畜被捕食、財產損失，甚至人類傷亡等事件。
常見的衝突案例包括亞洲象破壞莊稼、大型貓科動物襲擊家畜、熊類侵入營地或村
落等。這類衝突往往引發社區居民對野生動物的敵意，可能導致報復性殺戮，進一
步威脅物種生存。從根本上看，人獸衝突反映了資源競爭與空間重疊的深層矛盾。



解決之道不能僅依賴於事後的補償機制或移除「問題個體」，而需要前瞻性的土地
利用規劃，例如建立生態廊道連接破碎棲地、在衝突熱點設置有效的物理防護措
施，以及推動社區為基礎的保育計畫，讓當地居民能從保育中獲得實質利益，從而
轉化為保護野生動物的夥伴。

這三大威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因果循環。棲地喪失迫使野生動物進入人類領
域，加劇了人獸衝突；衝突導致的負面觀感可能削弱民眾對保育的支持，間接容忍
或甚至助長棲地進一步開發；而棲地的退化與縮小，使得剩餘的野生動物族群更為
集中且脆弱，反而可能讓盜獵者更容易鎖定目標。特別是在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
這些壓力往往以加乘的方式作用，因為這些區域通常兼具高度的特有性與面臨極大
的人為開發壓力。例如，在熱帶雨林地區，為了棕櫚油、大豆或牧場進行的森林砍
伐，直接造成棲地喪失，迫使紅毛猩猩等物種瀕臨絕境，同時盜獵幼獸作為寵物貿
易的現象也隨之而生。在草原生態系，農業擴張與道路建設切割了遷徙動物的路
徑，如非洲的象群，不僅引發人象衝突，也讓盜獵集團有機可乘。

面對這些複雜且相互連結的威脅，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必須是整合性
的。這包括強化保護區網絡的完整性與連通性，透過科學的土地利用規劃來預留野
生動物的生存空間與移動走廊。同時，必須加強執法力度與國際合作，以打擊跨國
野生生物犯罪，並透過教育與宣導減少對非法野生生物產品的市場需求。在緩解人
獸衝突方面，則需要發展並推廣創新且符合地方脈絡的緩解工具，例如早期預警系
統、保險計畫與替代生計方案，將當地社區納入保育決策過程，尋求人類發展與野
生生物共存的和解方案。唯有正視這些威脅的系統性本質，並採取跨部門、跨尺度
的協調行動，才能扭轉生物多樣性快速流失的趨勢，為子孫後代保全地球上豐富的
生命寶藏。



4.6 生物多樣性保育：就地保育與遷地保育
面對生物多樣性急遽喪失的全球性危機，保育行動已成為環境科學與資源管理

的核心議題。生物多樣性保育並非單一策略所能達成，而是需要一套涵蓋不同空間
尺度與管理哲學的綜合性方法。其中，就地保育與遷地保育構成了保育策略的兩大
支柱，兩者相輔相成，旨在因應不同的威脅情境與保育目標。就地保育強調在物種
原有的自然棲息地中進行保護，透過維護完整的生態系功能來確保物種的長期存
續；而遷地保育則是在自然棲地之外，例如動物園、植物園、種原庫或水族館等人
工或半人工環境中，對物種個體、配子或組織進行保育。這兩種策略的選擇與應
用，取決於物種的受脅狀況、生態特性、可用資源以及棲地當前面臨的壓力。有效
的生物多樣性保育計畫必須審慎評估，靈活結合這兩種途徑，形成一個從基因到生
態系層級的安全網，以減緩物種滅絕的速度，並為未來的生態復育保留希望。

就地保育是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基石，其核心理念在於保護物種與其自然棲息地
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這些關係是歷經長期演化而形成的。這種方法認為，唯有在
原生環境中，物種才能完整展現其行為、遺傳多樣性以及與其他物種的共生或競爭
關係，從而維持其演化潛力。就地保育的實踐主要透過建立各種類型的保護區來實
現，例如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生物圈保護區以及社區保育區等。這些保護
區依據其設定的保育目標與允許的人為活動強度，有不同的管理規範。成功的就地
保育不僅僅是劃定地理界線，更需要積極的管理措施，包括反盜獵巡邏、棲地恢
復、控制入侵物種、監測族群動態，以及處理保護區與周邊社區的衝突。此外，現
代的就地保育觀念也日益重視「景觀層級」的保育，即透過生態廊道的建立，將孤
立的保護區連接起來，促進物種的基因交流與遷徙，以因應氣候變遷導致的棲地變
遷壓力。

遷地保育則扮演著物種存續的「保險」角色，特別適用於當物種在野外的存活
受到立即且嚴重的威脅，而其自然棲地無法在短期內得到有效保護或恢復時。遷地



保育的主要場域包括動物園、水族館、植物園、種原庫、組織培養庫以及精子或胚
胎銀行等。這些設施透過圈養繁殖、栽培或低溫保存技術，維持物種的活體族群或
遺傳物質。對於許多極度瀕危的物種而言，遷地保育計畫可能是避免其完全滅絕的
唯一手段。例如，某些鳥類或哺乳類物種的野外個體已寥寥無幾，透過精心規劃的
圈養繁殖計畫，可以逐步重建其族群數量，為未來的野放復育奠定基礎。植物方
面，植物園除了展示與教育功能外，更是許多稀有植物物種的避難所，而種子銀行
則能長期保存數以萬計的植物遺傳資源。然而，遷地保育也面臨諸多挑戰，包括圈
養族群可能出現的遺傳多樣性流失、適應性行為改變、疾病問題，以及高昂的長期
維持成本。

就地保育與遷地保育並非互斥的選項，而是應當相互整合，形成連續性的保育
光譜。一個理想的整合性保育策略，通常以就地保育為最終目標，而遷地保育則作
為支持性的過渡或輔助手段。例如，從野外殘存族群中取得個體進行遷地保育與繁
殖，待其族群數量恢復且原生棲地的威脅因素被移除或減輕後，再執行野放計畫，
將個體重新引入歷史分布區。這種「遷地保育支持就地保育」的模式，已在加州神
鷲、阿拉伯大羚羊及中國麋鹿等物種的復育上取得顯著成效。反之，就地保育的成
果也能支援遷地保育，健康的野外族群可作為圈養族群遺傳補充的來源，防止近親
繁殖。此外，遷地保育機構在公眾教育、科學研究以及培養保育專業人才方面貢獻
卓著，能提升社會對就地保育工作的支持與理解。因此，現代的保育生物學強調建
立連結野外與圈養族群的綜合性物種存活計畫，由國際專家共同制定涵蓋就地保
護、遷地繁殖、研究、教育及野放等階段的詳細藍圖。

在實踐層面上，無論是就地或遷地保育，其成功都高度依賴於科學研究、持續
監測、充足的資金以及社區的參與和支持。就地保育需要深入的生態學研究以了解
物種的棲地需求與威脅因素，並需要有效的執法與社區共管機制來減少人為干擾。
遷地保育則需要繁殖生物學、遺傳學、獸醫學及營養學的專業知識，以維持圈養族
群的健康與遺傳活力。同時，兩者都必須考慮到氣候變遷這一新興的宏大威脅，它
可能使原有的保護區不再適合目標物種生存，也迫使遷地保育機構思考如何協助物
種適應未來環境。最終，生物多樣性保育的終極目標是維持地球生命支持系統的健
全與穩定，確保生態系服務的持續供給，並維護人類的文化與精神價值。透過明智
地結合就地與遷地保育策略，人類社會方能擔負起作為地球管家之責任，為當代及
後世子孫保留這份無比珍貴的自然遺產。



4.6.1 就地保護

就地保護是指在物種原有的自然棲息地內，透過建立保護區網絡與實施管理措
施，來維持其族群與生態過程的完整性。這種保育策略的核心哲學在於維護生態系
統的原真性與自然動態，讓物種在其長期演化適應的環境中持續生存與繁衍。保護
區的劃設是就地保護最關鍵的實質手段，其形式多元，包括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
護區、生物圈保護區、社區保護區以及保護走廊等。每一種保護區類型依據其設立
目標與管理強度，對人類活動的容許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國家公園通常嚴格限制居
住與資源採集，而社區保護區則更強調在地社區的參與和永續利用。這些保護區域
共同構成了一個地理上的安全網，旨在遏止棲地喪失與破碎化這類導致生物多樣性
衰退的主因。

有效的就地保護不僅是劃定地理界線，更涉及一套複雜且持續的生態系統管理
與監測工作。這包括對保護區內關鍵物種的族群數量進行長期追蹤、控制入侵外來
種、防範盜獵與非法採集活動，以及管理棲地以維持其所需的狀態，例如透過計畫
性的火燒或疏伐來模擬自然擾動。此外，在人類活動與保護區重疊的區域，如何調
和保育目標與當地社區的生計需求，成為管理上的重大挑戰。成功的案例往往引入
參與式管理，讓原住民與地方社區成為保育的夥伴，承認並整合其傳統生態知識，
發展如生態旅遊或非木材林產品永續採集等替代生計，以減少對生物資源的破壞性
利用，從而達成生態完整性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平衡。

就地保護的優勢在於它能保全整個生態系連同其內在的物種互動、遺傳多樣性
以及生態演替過程，這是遷地保護難以完全複製的。它確保了物種能在自然選擇的
壓力下繼續演化，維持其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潛力。然而，就地保護也面臨諸多限
制，其成效深受保護區面積是否足夠、設計是否恰當（如是否包含完整的生態梯
度）、管理資源是否充足，以及外圍景觀的變化所影響。在氣候變遷的背景下，固
定的保護區界線可能無法因應物種分布範圍的遷移，因此未來的保育規劃需更強調



生態網絡的建構，透過保護走廊連接孤立的棲地斑塊，增強生態系的韌性。總體而
言，就地保護是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基石，它代表了從保護單一明星物種，轉向維護
支撐所有生命的複雜生態系功能這一更宏觀且根本的保育典範。

4.6.2 遷地保護

遷地保護是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中，將物種或其繁殖體從其原生棲地或自然分
布範圍內，遷移至人工控制或半人工控制的環境中進行養護、繁殖與復育的方法。
此策略主要應用於當物種在原棲地面臨立即且嚴重的滅絕威脅，而就地保護措施已
不足以確保其存活時。遷地保護的核心目標在於建立可自我維持的保險族群，作為
物種存續的保障，並在適當時機將個體重新引入其原有的或經過復育的棲地中，以
恢復野外族群。這是一種補救性與預防性並重的措施，尤其對於棲地已遭嚴重破
壞，或野外個體數量過低以致無法自然繁殖的物種而言，往往是避免其完全滅絕的
最後一道防線。

遷地保護的具體形式多樣，其中最常見的包括動物園、水族館、植物園、種子
庫、花粉庫、組織培養庫以及專門的繁殖中心等。現代動物園與水族館的角色已從
早期的展示為主，轉變為重要的物種保育、科學研究與公眾教育基地，透過國際合
作進行物種存續計畫，管理具遺傳多樣性的圈養族群。植物園則負責蒐集、栽培瀕
危植物，並進行繁殖技術研究。種子庫，如著名的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以長期低
溫儲存方式保存植物種子的遺傳物質，被視為對抗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諾亞方
舟」。這些設施共同構成了全球遷地保護的網絡，透過個體交換與基因管理，力求
維持圈養族群的遺傳變異性，避免近親繁殖導致的遺傳衰退。

然而，遷地保護並非萬靈丹，其本身存在諸多限制與挑戰。首先，龐大的經濟
成本是長期維持人工族群必須面對的現實，包括設施建造、日常照養、醫療及專業
人力等。其次，圈養環境可能導致物種行為改變、遺傳適應性喪失，例如喪失野外
覓食或避敵能力，這將嚴重影響未來再引入野外的成功率。此外，遷地保護所能涵



蓋的物種數量有限，通常僅能聚焦於具魅力或具代表性的物種，難以全面照顧所有
瀕危生物，尤其是無脊椎動物與微生物。最後，遷地保護若被誤解為可取代棲地保
護，反而可能削弱社會對保護自然棲地的重視與努力，形成道德風險。

因此，成功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必須以就地保護為根本，遷地保護為輔助。兩者
應相輔相成，形成一個連續性的保育光譜。遷地保護的終極目標是支援就地保護，
其成功與否的關鍵指標，在於能否建立健康、具遺傳多樣性的族群，並最終促成物
種在自然棲地中的永續存續。這涉及嚴謹的科學規劃，包括個體的遺譜管理、野化
訓練、釋放地點的評估與監測，以及釋放後族群的長期追蹤。同時，必須與原棲地
的棲地復育、威脅減除（如盜獵防治、社區參與）等工作同步進行。唯有將遷地保
護視為整體生態系復原計畫中的一環，並與在地社區合作，解決導致物種瀕危的根
本原因，才能真正達成保育生物多樣性、維持生態系健全與功能的最終目的。


